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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唐宋之际�大致是指从中唐（公元8世纪中叶）开始�中经五代十国�延至北宋（公元
11世纪）的这段时期�前后大约300余年的时段。从20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认为中
国古代社会在唐宋之际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变化之巨如不亚于、也是仅次于春秋战国之际�此
点几成学界共识。早在1910年�日本京都学派的领军人物内藤湖南发表长文《概括的唐宋时
代观》（《历史与地理》9－5�译文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册�中华书局�1992
年）�认为唐代是中国中世的结束�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始�揭开了唐宋变革期讨论的序幕。此
后宫崎市定着重从社会经济变迁方面�丰富了内藤湖南的学说�其主要观点集中反映在《从部
曲到佃户》（同上书�第五册）这篇长文中。自1945年二战结束后�京都学派的上述观点受到东
京学派的持续反驳�他们认为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终结�是中世社会的开始。这两大学派长
达半个多世纪的互相诘难�将唐宋变革期这个学术论题突现在学界面前。1954年�我国著名
史学家陈寅恪在《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0年�第332页）一文中即已指出：
“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的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新局
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特别是近20年来�关于唐
宋变革期的讨论日见激烈�吸引了政治史、思想史、学术史、经济史等众多学者的参与。

汉唐是同质社会�都以自然经济立国；宋明亦是同质社会�农业仍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工
商业特别是城市经济和海外贸易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加之自晚唐以降�契约租佃经济取代
中古田制经济；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加速向长江流域、特别是向东南沿海地区转移�在这些因
素的共同作用下�长期运行在大陆帝国轨道上的汉唐王朝至宋代开始�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向海
洋发展的趋势。工商业文明因子的生长和向海洋发展路向的出现�相对于农业文明来说�都是
与自然经济对立的异质因素。正是这些异质因素在农业社会中的成长�使得宋明社会与汉唐
社会区别开来�诸如汉唐以门阀世族为主体的贵族政体�至宋演变为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官僚政
体；汉唐时期以奴婢、部曲为代表的贱民阶层向平民阶层转化；把农民固着在土地上的地著体
制向迁徙自由的流动体制转变等�均是其时代变化之最著者。笔者曾就《唐宋之际农民阶级内
部构成的变动》（《历史研究》1982年1期）、《唐宋之际土地所有制关系中的国家干预问题》
（《中国史研究》1985年4期）等作过一些初步研究。笔者近年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唐宋之际经济结构变迁与国家经济政策的互动关系研究》（02AJL008）�拟从经济和体制
层面�探讨唐宋变革的深层原因。本文拟对20世纪以来唐宋之际经济政策的研究状况作一回
顾�下面按土地政策、赋役政策、工商业政策、专卖政策和外贸政策依次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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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政策研究

唐宋之际土地政策的演变�包含均田制的瓦解、不抑兼并政策的出台、官田私田化政策的
推行以及土地买卖合法化等环节。

先看均田制的瓦解。一般认为均田制弛坏于中唐开元、天宝间�随着唐德宗建中元年（780
年）两税法的出台而正式消亡。陈登原《中国土地制度史》（商务印书馆�1932年）认为�唐均田
制中放宽土地买卖限制的政策所促成的豪强兼并和户籍不整�是均田制颓废的关键。陶希圣、
鞠清远在《唐代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中则认为国有土地减少、耕地不能增加和不守
田令是主导因素。1943年�李剑农完成《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指出
“私人田庄的自始存在”、“口分田亦可买卖”为导致均田废弛之“两端”。此后�论及均田制瓦解
原因的还有：乌廷玉《关于唐代均田制度的几个问题》（《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5年1
期）、胡如雷《唐代均田制研究》（《历史研究》1955年5期）、唐长孺《均田制的产生与破坏》（《历
史研究》1956年6期）、金宝祥《北朝隋唐均田制研究》（《甘肃师大学报》1978年1期）、郭庠林
《试论“均田之制”的缘起及其弛坏的根本原因》（《复旦学报》1981年3期）、赵俪生《均田制的
破坏》（《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5期）、杨际平《均田制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武建
国《均田制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唐任伍《论唐代的均田思想及均田制的瓦解》
（《史学月刊》1995年2期）�以及日本学者池田温《中国古代买田买园契的一考察》（《西 定生

博士还历纪念－－－东亚史上的国家和农民》�山川出版社�1984年）、山根清志《唐均田制下的
民田买卖》（《中国都市和农村》�汲古书院�1993年）等等。上述诸家大都认为土地兼并导致地
主土地所有制的壮大�土地不敷授田所需�以及战争冲击带来户籍的紊乱是均田制瓦解的主要
原因。葛金芳《论五朝均田制与土地私有化的潮流》（《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2期）一文�试图
从五朝均田制三百余年的演进趋势中去挖掘其瓦解的内在机制�指出均田制的长期维持需要
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国家对于人口的严密控制（“农皆地著”）�二是地权流转速度的相对迟缓
（“摧制兼并”）�然而时至中唐�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加之安史乱后版籍漫患�丁口流离�两个条
件均不复存在�均田制遂告终结。

再看不抑兼并政策的确立。自中唐均田制瓦解后�历史进入“不立田制”的时代�其标志就
是“不抑兼并”成为其后各朝的“国策”。张荫麟《北宋的土地分配与社会骚动》（《社会经济史集
刊》6：1�1939年）较早切入土地买卖问题的研究。此后有杨志玖《北宋的土地兼并问题》（《历史
教学》1953年2期�收入《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李景林《对北宋
土地兼并情况的初步探索》（《历史教学》1956年4期）、杨仪《北宋土地占有形态及其影响》
（《历史教学问题》1958年3期）等文发表。梁太济《两宋的土地买卖》（《宋史研究论文集》�《中
华文史论丛》增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指出�宋代“土地买卖盛行的事实表明�土地私有
性质确实已经有了增强”�与此同时官田的民田化也日益普遍。但李春圃《宋代佃农的抗租斗
争》（《社会科学论丛》1980年2期）则将不抑兼并定性为反动政策。稍后�杨树森、穆洪益主编
的《辽宋夏金元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6年）认为不抑兼并政策使得尖锐的阶级矛盾自始至
终贯穿于两宋�评价亦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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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中叶前后�上述观点受到了学界质疑。葛金芳《试论“不抑兼并”》（《武汉师院学
报》1984年2期）指出�中唐以来不抑兼并政策的出现及其定型化�标志着地主土地所有制优
势合法地位的确立�包含着合理的现实因素。不抑兼并政策在土地、赋税、阶级关系等方面引
发的新变化�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进入后期的历史阶段。他的《对宋代超经济强制变动
趋势的经济考察》（《江汉论坛》1983年1期）将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变动和农业生产的经营方式
联系起来考察�指出：晚唐以降直至两宋�土地转移率的急剧提高�促使累世相承的主仆名分趋
向瓦解；经济性大土地所有制的成长�导致统治权和土地所有权逐步分离；地块分散的土地占
有情况导致了部曲制经营方式的日趋衰落。在《唐宋之际土地所有制关系中的国家干预问题》
（《中国史研究》1985年4期）中�葛金芳揭示了唐宋之际土地政策演进的五大趋势�一是对土
地所有制结构放弃调整�此以田制模式的放弃为标志；二是大量下放官田给民间（包括地主和
系官佃农）�此以官田私田化政策为标志；三是对地主土地所有权的干预明显减弱�此以“不抑
兼并”为标志；四是对小农土地所有权更加维护尊重�如“逃田”、“户绝田”所有权的保留和处
置；五是畅通地权转移的渠道�此以土地买卖合法化为标志。唐兆梅《析北宋的“不抑兼并”》
（《中国史研究》1988年1期）与葛金芳持相同观点。另有马兴东《宋代“不立田制”问题试析》
（《史学月刊》1990年6期）、姜锡东《试论宋代的官僚地主土地所有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
年3期）等文发表。

对五代十国时期的研究近年来亦有佳作。张星久《关于五代土地兼并问题的考察》（《中国
史研究》1992年2期）对五代土地兼并发展的一般情况、地主兼并土地的手段及方式�以及对
地主阶级内部地权运动的影响三个问题进行了分析。武建国《论五代十国的封建土地国有
制》、《五代十国大土地所有制发展的途径和特点》（分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1期；《学术
月刊》1996年2期）两文指出�当时各类国有土地已大量私有化。此外�赵云旗《从敦煌吐鲁番
文书看唐代土地买卖的管理机制》、《论唐代土地买卖政策的发展变化》（分见《敦煌研究》1998
年3期；《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庆祝韩国磐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8年）等文和霍俊江《中唐土地制度演变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赵云旗《唐代土
地买卖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等专著�对唐后期土地买卖的合法化过程有详尽
的描述。

最后来看官田私田化政策的施行。葛金芳在《北宋官田私田化政策的若干问题》（《历史研
究》1982年3期）中指出�该政策的执行分为“无偿转化”和“有偿转化”两种形式�其动因在于
土地私有化潮流的持续推动。该政策有利于小农地权的深化�但后来变成地主攫取官田的门
径�因而具有两重性。赵俪生《试论两宋土地经济中的几个主流现象》（《文史哲》1983年4期）
将之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富者有资可以买田”�“广置营田”与“尽鬻官田”并存�以及田主对佃
户看法的改变。杨康荪《宋代官田包佃述论》（《历史研究》1985年5期）认为�宋代官田实行自
由射佃制�既保证了官府经济收入的稳定性�也满足了包佃户追求财货的欲望。宋代包佃主的
承佃活动�扩大了当时的垦田面积�同时也促进了游散劳动力与土地资料的结合�是一种历史
的进步。对此�葛金芳连发四文提出不同看法。在《宋代官田包佃成因简析》（《中州学刊》
1988年3期）中�认为宋代私人包佃官田制度日趋普遍的基本动因�是土地私有化潮流的持续
推动；契约租佃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是包佃形态得以发展的历史环境�荒田旷土的大量存在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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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田包佃得以繁衍滋生的外部条件。通过《宋代官田包佃特征辨析》（《史学月刊》1988年5
期）得出其本质是“品官权贵、形势豪右之家�为转佃取利、谋取差额地租而承佃大段系官田产
的行为”。在《宋代官田包佃性质探微》（《学术月刊》1988年9期）中�认为应将形势豪右对于
系官田土经营权的封建垄断�规定为包佃形态的本质特征。《宋代官田包佃作用评议》（《江汉
论坛》1989年7期）认为�官田包佃之弊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影响官府课入、阻滞农业生产恢复
发展和妨碍土地与劳力结合。

二、赋役政策研究

先看赋税。中唐均田制瓦解后�人丁税性质的租庸调已成无源之水�资产税性质的两税法
应运而生。陈登原《中国田赋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指出�浮寄客户的大量增加致使租庸
调不得不变而为两税�宇文融括户的办法只能治标�不能行于时。〔日〕日野开三郎《杨炎两税
法的实施与土户客户》（《泷川政次郎博士还历纪念论文集》�东京�1957年）亦持此论。袁英
光、李晓路《唐代财政重心的南移与两税法的产生》（《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3期）认为�
安史乱后南方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发达；交换中钱币的大量使用�又为“按
赀纳税”和“以钱为税”准备了条件。陈明光《论唐朝两税预算的定额管理体制》（《中国史研究》
1989年1期）认为�两税改变了前期的单一农业税收结构�采取以两税为代表的农业税与以榷
盐为代表的商品税并重的二元结构。吴丽娱《也谈两税的“量出为入”与“定额给资”》（《中国唐
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1年）认为杨炎两税法是以国家财政需要和支出作为主导和
前提。翁俊雄《唐后期民户大迁徙与两税法》（《历史研究》1999年3期）综合诸家之说�指出安
史乱后的民户大迁徙减少了国家编户�增多了浮寄客户�土地所有权转移的频率随之加快�以
工商为业者明显增加�因而导致了以“税客户”、“税资产”为改革方向的两税法的产生。

在两税的征收内容上�学者们众说纷纭。〔日〕玉井是博《唐代土地问题管见》（《史学杂志》
33－8、9、10�1922年）强调两税法是由唐前期资产税性质的地税和产税发展而来。持同样看法
的我国学者有鞠清远《唐代两税法》（《北大社会科学季刊》6：3�1936年）、李剑农（前引书）、张维
华《对于两税法的考释》（《山东大学学报》1963年4期）、王仲荦《唐代两税法研究》（《历史研
究》1963年6期）等。日本有铃木俊《唐代产税与青苗钱的关系》（《池内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
论丛》�座右宝�1940年）、《唐朝的夏税、秋税》（《加藤繁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集说》�富山房�
1941年）�韩国有金永济《唐宋时代的两税沿革》（《东洋史学研究》34�1990年）等。另一种观点
认为两税仍指租庸调。岑仲勉《唐代两税法基础及其牵连的问题》（《历史研究》1951年5、6期）
和〔日〕曾我部静雄《两税法与地税、户税无关论》（《东洋学》1959年2期）、《两税法出现的由
来》（《社会经济史学》26－1�1960年）即主此说�但应者寥寥。第三种观点认为两税单指户税�
不包括地税。代表性成果有〔日〕小林高四郎《唐代两税法论考－－－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幕》
（《社会经济史学》3－6�1933年）、陈登原《中国田赋史》、金宝祥《唐代封建经济的发展及其矛
盾》（《历史教学》1954年6期）和《论唐代的两税法》（《甘肃师大学报》1962年3期）等。而韩国
磐《隋唐五代史纲》（三联书店�1961年）、张泽咸《论田亩税在唐五代两税法中的地位》（《中国
经济史研究》1986年1期）和沈世培《两税向田亩税的转变及其原因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

10 2004年第2中国史研究动态 期



研究》1990年1期）等持地亩税说。第四种认为两税是由多个税种合并而成。〔日〕吉田虎雄
《关于唐两税法》（《东亚经济研究》24－2�1940年）、胡如雷《唐代两税法研究》（《河北天津师院
学报》1958年3期）、〔日〕船越泰次《唐代两税法中的斛斗征课和两税钱折籴问题》（《东洋史研
究》31－4�1972年）、丁柏传《谈对唐代两税法的再评价问题》（《河北大学学报》1983年2期）为
其代表。李锦绣（《唐代财政史》下卷第二分册�北大出版社�2001年）参酌众说�认为“两税得
名于夏秋两征”�“两税包括两税钱物和两税斛斗两部分�田亩税是两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说较为公允。

宋代两税�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认为是指“钱”与“谷粟”�并以田
亩为征收标准�故有“夏钱秋米”之说�实指“夏税秋苗”。王曾瑜《宋朝的两税》（《文史》总14
辑�1982年）仍认为夏秋两征�夏税以征收丝帛、大小麦钱为主�秋税则以粮食为主。各地税额
不一；和籴、和买加重了乡村民户的负担；多数地区还残存着一定数量的人头税和各种附加税。
漆侠《宋代经济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也认为宋代两税是向“有常产”的“税户”征
收的土地税�基本上承袭了后周之制。葛金芳《宋辽夏金经济研析》（武汉出版社�1991年）、
《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根据相关文献对两税征收程序及相关规
定作出解说�包括“均田”与“检田”、“两料”与“三限”、“支移”与“破分”、“倚阁”与“带纳”、“揽
纳”与“包税”、“预借”和“增借”等。郑学檬《中国赋役制度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指
出�宋代两税实行夏钱秋米制度的同时�还有不少增税办法。此外�汪圣铎《北宋两税税钱的折
科》（《许昌师专学报》1989年2期）认为当时社会还不具备赋税货币化的条件。张熙惟《宋代
折变制探析》（《中国史研究》1992年1期）则认为折变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再看徭役。对两税法颁行之后晚唐五代的徭役问题�学界长期注意不够。张泽咸《唐五代
赋役史草》（中华书局�1986年）专列“两税法时期的杂徭”一节予以深究�指出“杂徭在实施两
税法时�曾宣布省并”�但杂役却被改头换面地一直沿袭下来�此后与力役渐趋合流�整个唐代
的劳役征发是始终严重存在的。唐长孺《唐代色役管见》（见《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
指出�两税法施行后�色役与差科往往并称�亦可谓之杂徭。陈明光《试论唐后期的两税法改革
与“随户杂徭”》（《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3期）认为�唐后期的“随户杂徭”�是未被两税
法改革方案包括在内的地方性徭役�而不是再生形态。张泽咸《略论六朝唐宋时期的夫役》
（《中国史研究》1994年4期）指出�唐宋夫役就其主流而言是丁男承担的力役。

宋代�兵役已成残余�力役渐轻�职役突出起来。何兹全《北宋之差役与雇役》（上、下�《北
平华北日报·史学周刊》11、12�1934年）较早探究了北宋时期的役法。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
稿》将宋代“职役”分为四类：①衙前；②里正、户长和乡书手；③耆长、弓手和壮丁；④承符、人
力、手力和散从�认为北宋前期的役法经历了由差役至雇役的转变。聂崇歧《宋役法考述》（《燕
京学报》33�1947年；收入《宋史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对各类职役作出详细考述。此后有
朱瑞熙《宋代的科配不是“差役”》（《光明日报》1963年10月23日）、《关于北宋乡村下户的差役
和免役钱问题》（《史学月刊》1964年9期）、《关于北宋乡村上户的差役和免役钱问题》（《史学
月刊》1965年7期）和王曾瑜《宋朝的差役和形势户》（《历史学》1979年1期）等文。关于差役
的性质�汪槐龄《有关宋代差役的几个问题》（《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认
为差役是乡亭之职向劳役与苛税演变过渡阶段的产物。李志学《北宋差役制度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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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月刊》1983年3期）认为�差役的担当在仁宗之际发生了由上户向下户转移的情况�但
其性质仍是职役。漆侠《宋代差役法的几个问题》（《宋史论集》�中州书画社�1983年）认为�宋
代的差役是前代劳役制的继续�主要由下户负担。王棣《北宋差役的变化和改革》、《试论北宋
差役的性质》（分见《华南师大学报》1984年2期、1985年3期）两文认为�北宋的差役可分为州
县役和乡役两种�差役的本质就是让私有土地产权所有者无偿提供公共服务。葛金芳（前引
书）则认为差役按其性质可分三类：一是州县吏人与乡村政权头目�此其主体；二是各级官衙里
的杂差公人�属力役性质；三是乡村壮丁、城镇所由和直属县尉的弓手之类治安人员�属兵役残
余�不能一概而论。

关于夫役�梁太济《两宋的夫役征发》（《宋史研究集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认为出
现了从差夫制到雇夫制的变化。葛金芳（前引书）认为�两宋力役从总体上看呈减轻趋势�可用
“一代（厢军代役）二雇（和雇夫役）三转化”来概括。所谓转化�是指各类徭役向代役税转化�这
是摊丁入亩在宋代的主要表现。葛金芳《两宋摊丁入亩趋势论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
3期）指出�摊丁入亩的实质就是封建国家加在民户身上的徭役和人头税逐步向田亩税转化和
归并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在宋代有两大表现�一是部分力役转化为代役税�二是尚未转化的
部分开始依据民户资产摊派。在《两宋摊丁入亩趋势补证》（《暨南学报》1991年3期）中�葛金
芳指出�在两宋水利役中依据田亩广狭来征调夫役的办法日趋普遍�且有私约文簿为之约束�
此后逐步演变为地方性水利法规�有些地方“计田出丁”渐向“履亩纳税”转化。这是从非正式
制度向正式制度演进的角度�对宋代摊丁入亩趋势日趋扩大的内在机制做出的说明。

三、工商业政策研究

先看手工业。鞠清远《唐宋官私工业》（新生命书局�1934年）、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和魏明孔《隋唐手工业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是三部对
唐宋手工业作扎实细致研究的专著�多以官府手工业的经营管理为探讨重点。魏明孔《唐代官
府手工业的类型及其管理体制的特点》（《西北师大学报》1993年2期）认为唐代官府手工业工
匠职责明确；实行工匠征集制度；对工匠实行培训制度；在大型工程中实行工头技术负责制。
刘玉峰《唐代矿业政策初探》、《试论唐代官府手工业的发展形态》（分见《齐鲁学刊》2001年2
期、《首都师大学报》2001年5期）指出唐朝实行了以官营优先为前提的公私兼营矿业的政策�
官府手工业具有很强的政治干预和自给自足的特点�民间手工业的正常发展受到摧残。

有关宋代手工业的研究�漆侠《宋代经济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指出�从宋初
到神宗时期�矿冶业从劳役制向召募制演变�与此相适应�二八抽分制代替了课役制。稍后王
菱菱《宋代矿冶经营方式的变革和演进》（《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论
宋朝边疆地区的矿冶禁采政策》、《论宋代矿业管理中的奖惩制度》、《宋朝政府的矿业及开采政
策》（分见《河北大学学报》1993年3期、1996年3期、1998年3期）和《宋政府的矿产品收买措
施及其效果》（《中国史研究》2000年2期）等文有具体论述。葛金芳（前引书）将宋代官府手工
业的管理体制概括为“国有、官监、民营、专卖”八个字�并指出其间存在着逐步下放经营权的趋
势�而民营手工业占据主导地位。李晓《宋代工商业经济与政府干预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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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认为宋室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纺织业等比较重视�对矿冶业既鼓励又控制�对军工、铸
钱等业实行官营垄断�对盐、茶、酒等实行禁榷专卖�对陶瓷、漆器、建筑、造船、印刷、粮食加工
等业允许民间自由经营。就纺织业而言�魏天安《宋代布帛生产概观》和贾大泉《宋代四川的纺
织业》（两文俱见《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两文值得注意。前者对宋朝获
取布帛的科配及和买等政策有所论述�后者着重介绍了宋王朝对丝织品从市买至无偿征收的
搜刮政策。姜锡东《宋代和预买绢制度的性质问题》（《河北学刊》1992年5期）认为从宋初直
至哲宗时期�和预买绢对丝织业极为有利。

再看商业。郑行巽《中国商业史》（世界书局�1932年）认为唐中叶以后特别是德宗时期推
行抑商政策�商事进行艰难。王孝通《中国商业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也留意到商业、关禁
等内容。葛金芳（前引书）指出�宋代商业立法弊端不少�但以“通商惠工”为主旨�目的是攫取
商税。戴顺祥、邵兰认为《唐宋时期政府商业政策的变化》（《思想战线》2000年1期）集中表现
在三个方面�即由重视专卖榷利转向注重征商�商税制度化和规范化�实施扶商政策。李晓（前
引书）认为宋代在市场设置、商品价格和商人队伍等方面实行了开放政策�在打击垄断、维护合
同和商业经营、统一度量衡和打击假冒伪劣等方面实行维护市场秩序的政策�并加强了对行
会、商人和牙人的监控。

在商品流通政策方面�俞大纲《读高力士外传释“变造”、“和籴”之法》（《中研院史语所集
刊》第5本第1分�1935年）认为牛仙客首建和籴�是有唐一代政治隆替之关键。〔日〕铃木正
《唐代的和籴》（《历史学研究》10－5、6�1940年）则认为和籴的目的是供军粮。在和籴渊源的论
辩中�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主张和籴盛行是唐代财政政
策呈“河西地方化”之表现。岑仲勉《隋唐史》（高教部教材编审处�1954年）反对“河西地方化”
之说。徐寿坤《对唐代“和籴”的分析》（《史学月刊》1957年2期）持岑氏之论�指出和籴在前期
是不带强制性的交易关系�安史之乱后才由和买变为强征。卢开万《唐代和籴制度新探》（《武
汉大学学报》1982年6期）则糅和陈氏、岑氏之说�认为和籴在西北、关内、中原都曾实行�前期
已具有强制性�安史之乱后�和籴性质进一步蜕变。杨际平《试论唐代后期的和籴制度》（《唐史
学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强调�和籴军粮有益于抑制藩镇�有积极作用。赵文
润《唐代和籴制度的性质及作用》（《唐史论丛》第5辑�三秦出版社�1990年）认为�和籴解决了
边地军粮供应�在唐中期起积极作用�后期流弊是法制松弛、吏治败坏造成的。

宋代和籴仍是筹粮养兵的重要手段。戴裔煊《北宋便籴制度产生的时代背景》（《现代史
学》4－4�1942年）和若璋《宋代的籴政》（《东南日报》1948年1月24日）率先论及宋代的籴政。
王曾瑜《宋朝的和籴粮草》（《文史》总24辑�1984年）指出�北宋中叶以前常取“博籴”、“便籴”方
式�神宗以后又有“结籴”、“寄籴”、“表籴”和“兑籴”等名目。魏娅娅《宋代和籴利弊初探》（《中
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3期）认为熙宁以后“和籴”演变为科配�成为赋役�但仍不失为国
防供应的应急措施。魏天安《宋代粮食流通政策探析》（《中国农史》1985年4期）认为宋代置
场和籴�是政府利用民间商业流通组织来补充粮食消费的不足。葛金芳（前引书）认为宋代两
税相当于农业税中的“公粮”部分�而和籴则类似于统购统销制下的“购粮”性质。袁－堂《宋代
市籴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3期）认为�市籴体现了“国防财政”的特点；他另有
《北宋的市籴与民间货币流通》（《历史研究》1994年5期）认为北宋的市籴本身不是本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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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商品交换�却更近似于赋税。
在市场管理和行会方面。〔日〕加藤繁《宋代都市的发展》和《唐宋时代的市》（俱见《中国经

济史考证》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59年）率先指出唐末坊市制已渐趋松弛�至宋代最终走向崩
溃。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阐述了坊市制至北宋中叶毁坏的过程。唐宋行会研究的奠基
者�中国有全汉升（《中国行会制度史》�上海新生命书局�1934年）�日本有加藤繁。戴静华《两
宋的行》（《学术研究》1963年9期）亦有开拓之功。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三联书店�1980
年）指出宋代的行不能等同于西方的行会。杨德泉《唐宋行会制度研究》（《宋史研究论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则认为唐宋行会在商品质量、训练学徒制度等方面与欧洲一样受行
规约束�所以宋代行会虽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但其性质基本相同。〔日〕日野开三郎《唐宋时
代商人组合“行”的再探讨》（《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7卷�三一书房�1983年）着重分析
宋代“行”的市场独立性及内部阶层分化。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和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
（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对“行”亦有涉及。魏天安《宋代行会制度史》（东方出版社�1997
年）指出行会是封建性的同业商人组织�并从行商与坐贾势力消长的角度�得出行会形成于宋
代的结论。行会具有一定的限制竞争、垄断市场的作用�同时承担政府的“科买”和“行役”。

对商税含义的理解�学界向有不同说法。陶希圣、鞠清远《唐代经济史》指出唐“除陌法”近
于交易税。鞠清远《唐代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40年）认为�安史之乱后的“关津之税”�即是
过税。日野开三郎《唐代商税考》（《社会经济史学》30－6�1965年）、〔日〕小西高弘《唐代的客商
和杂税－－－以商税的成立为中心》（《经济学论丛·福冈大学》24－2、3�1979年）亦持鞠说。张
邻、周殿杰《唐代商税辨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1期）认为狭义商税仅指关税利市
税�两税法对行商所征之税不是商税�而是资产税。陈明光《唐五代“关市之征”试探》（《中国经
济史研究》1992年4期）将商税分为三类�即禁榷（专卖）、关津之税（商品通过税）和市肆之税
（商品交易税）�后两者亦即“关市之征”。对于宋代商税�加藤繁《宋代商税考》（《史林》19－4�
1934年）认为过税、入市税出现于唐中叶�宋代确立了过税和住税制度�税率在2％－3％之间。
马润潮《宋代的商业城市》（马德程译�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5年）和戴静华《宋代商税
制度简述》（《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亦同此说。漆侠《宋代经济史（下）》
认为�过税、住税之外�还有翻税和买出翻税�“力胜钱”、“市例钱”等则属杂征横敛。李晓（前引
书）指出�在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以前�2％的过税和3％的住税是按商品的实际市场价格征
收的�但过税每过一次税务都要征收一次�实际可达10％以上。

四、禁榷专卖政策

先看榷盐。对唐盐专卖施行的原因�鲍晓娜《从唐代盐法的沿革论禁榷制度的发展规律》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2期）认为禁榷首要目的不是增加收入�而为抑商。齐涛《论
唐代榷盐制度》（《山东大学学报》1989年4期）则认为传统赋税政策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社会经
济条件�也应加以考虑。陈衍德、杨权认为《唐代盐政》（三秦出版社�1990年）是政府干预经济
的必然结果�而安史之乱后农业税不敷政府支出�要求扩大税源�才是最为直接的原因。关于
榷盐机构及其作用�〔日〕妹尾达彦《唐代后半期江淮盐税机关的立地和机能》（《史学杂志》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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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82年）认为�专卖机构发挥了联结盐户和盐商的作用。在《唐代河东池盐的生产和流通》
（《史林》65－6�1982年）中�妹尾氏又指出�河东盐区直接将盐委托给盐商销售�确保了专卖收
益。陈衍德《唐代专卖机构论略》（《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指出�唐代从
中央到地方�形成了院、监、场三级管理机构�三者职能各有侧重又有重叠。

五代盐政�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认为�五代盐法是对唐盐法的沿袭�自后唐又新增表
卖蚕盐制�实为变相人丁税。郑学檬《五代盐法钩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1期）指
出五代盐税有蚕盐、屋税盐、随丝盐钱等�具有资产税的附加税性质。郭正忠《五代蚕盐考》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4期）认为蚕盐法制定于梁唐之交�是政府插手丝蚕业的结
果�以榷卖为特色。吴丽娱《五代的屋税盐》（《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3年）认
为屋税盐源于朱梁之末�是蚕盐的补充形式而行于农村。

宋代榷盐的研究较为深入。戴裔煊《宋代钞盐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1957年）认为宋初
大部分地方实行官般官卖制�之后才逐渐发展为官府间接专卖的引钞盐制。张秀平《宋代榷盐
制度述论》（《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1期）认为�宋代榷盐制度的主要内容是生产上的垄断与
统购政策及销售上的抑配与科买。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和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
1995年）都认为买扑法和钞引盐制都属于通商法。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
1990年）和《中国盐业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两书指出�宋代盐的榷卖形式有官府批发或零
售、蚕盐和食盐赊购、强制认购、纳盐钱等。商民分销形式又分钞引盐、扑买盐、买卖盐场、合同
盐场等�以具有间接专卖性质的钞引盐最为普遍。

再看榷茶。鞠清远《唐代财政史》认为税茶是榷茶的前身�茶税确立于贞元九年（793年）。
此后�始税茶之年�争论不休�张泽咸《汉唐时期的茶叶》（《文史》总11辑�1981年）认为唐人对
榷与税的使用并不严格�故易混淆。陈衍德《唐代茶法略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2
期）认为�“唐代茶法的形成和演变经历了‘课税－－－全部专卖－－－局部专卖’这样一个过程”。
关于五代茶法�凌大埏《中国茶税简史》（中国财经出版社�1986年）认为五代一些政权对内实
行茶专卖�而外则行通商之策。商岘《一千年茶法与茶政（下）》（《平准学刊》第三辑下�光明日
报出版社�1988年）认为南方政权茶法政策不一�南唐兼行官收商销和官收官销�楚征税商销�
后蜀行茶专卖。漆侠《宋代经济史（下）》详细论述了宋初到嘉 四年（1059年）之间交引法、三
税法、贴现法的兴废交替�并将茶法区分为禁榷法与通商法两类。汪圣铎《两宋财政史》将宋茶
法沿革分为三个阶段�即北宋前期禁榷和茶法入中时期、嘉 通商时期、崇宁年间恢复禁榷行
合同场法及南宋的茶引时期。李晓分析了《北宋榷茶制度下官府与商人的关系》（《历史研究》
1997年3期）。孙洪升《宋代交引茶制中政府贸易费用探析》（《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3
期）认为交引制切断了茶园户与商人的直接联系�旨在形成官府垄断价格。黄纯艳《宋代茶法
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指出�宋代各地茶法虽有不同�但都经历了由通商向政府垄
断收购的转变。

最后来看榷酒。鞠清远《唐代财政史》、〔日〕金井之忠《唐代的榷酤》（《文化》7：6�1940年）、
〔日〕丸龟金作《唐代的酒专卖》（《东洋学报》40：3�1957年）和〔日〕西冈弘晃《唐代的酒专卖制
度》（《中村学园研究纪要》3�1970年）等�研究了唐后期榷酒的性质及变化等内容。张泽咸《唐
五代赋役史草》和《唐代工商业》指出�榷酒始于建中三年（782年）�有榷曲、征榷酒钱等多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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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陈衍德《唐代的酒类专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1期）认为�广德二年（764年）
即已开始酒专卖�有特许专卖制、全部专卖制、榷酒钱、榷四种形式。董希文《唐代酒业政策探
析》（《齐鲁学刊》1998年4期）讨论了唐朝的禁酒、税酒户、榷酒、官酤、纳榷、榷曲等多变的榷
酒制度。漆侠《宋代经济史》（下）认为宋代榷酒始于乾德二年（964年）�酒制则有许民般酤、官
榷和买扑制三种形式。包伟民《宋朝的酒法与国家财政》（《宋史研究集刊》�浙江省社联《探索》
增刊�1988年）认为�宋朝酒法以官酿官卖的官酒务制和民酿民卖的买扑坊场为主体。杨师群
《宋代榷酒中的买扑经营》（《学术月刊》1988年11期）、《两宋榷酒结构模式之演变》（《中国经
济史研究》1989年3期）等文认为宋代榷酤起步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榷酒机构由都曲院、
都酒务、酒务、坊场等构成。酒业买扑初有定额�后实行“实封投状”。李华瑞从1988年开始发
表一系列论文�后汇成专著《宋代酒的生产与征榷》（河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他指出宋代
榷酒的形式通行全国的有三种：官监酒务（属完全专卖�占统治地位）、买扑坊场和特许酒户经
营；局部地区亦有三种�即京师榷曲、四川隔槽法和两浙、两湖等地的万户酒。

五、海外贸易政策研究

〔日〕石桥五郎《唐宋时代的中国沿海贸易及贸易港（1、2、3）》（《史学杂志》12－8、9、11�1901
年）最早进入这一领域。〔日〕桑原骘藏《唐宋贸易港研究》（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是由
关于海路贸易、贸易港和市舶管理机构的四篇论文汇集而成。孙葆《唐宋元海上商业政策》（台
湾正中书局�1970年）和陈高华、吴泰著《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对
当时海外贸易的诸层面展开了较为细致的分析。王冠倬《唐代市舶司建地初探》（《海交史研
究》1982年4期）认为唐玄宗开元初在广州设有“押蕃舶使”�唐末则先后在扬州、泉州、明州设
立市舶司。林萌《关于唐、五代市舶机构问题的探讨》（《海交史研究》1982年4期）指出�唐代
在交州也设市舶使�但各地名称不一。喻常森《海交史札记》（《海交史研究》1990年1期）认为
唐只有市舶使�没有市舶司。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六月�才在广州设市舶司。

关于市舶制度的具体内容�陆韧《论市舶司性质和历史作用的变化》（《海交史研究》1988
年1期）认为�唐代市舶司兼有海外贸易管理机构、税收机构和外事机构的性质�宋代又增加了
舶货变易机构和发送机构两个职能。关镜石《市舶原则与关税制度》（《海交史研究》1988年1
期）将市舶原则概括为�政治上怀柔远人；财政上增加国库收入；严格控制货物进口�维护本国
政治、经济利益。漆侠《宋代市舶抽解制度》（《河南大学学报》1985年1期）指出�市舶税率经
历了“十取其二”至“十取其一”�再至“十五取一”�又倒退至“十取其一”的变化过程。廖大珂
《宋代市舶的抽解、禁榷、和买制度》（《南洋问题研究》1997年1期）认为这些制度是政府控制
海外贸易的手段�具有掠夺性；他的《北宋熙丰年间的市舶制度改革》（《南洋问题研究》1992年
1期）指出当时的改革是市舶管理过渡到正规化、法典化的标志。章深《北宋“元丰市舶条”试
析》（《广东社会科学》1995年5期）则认为其重点是实行贸易垄断。

关于市舶制度对海外贸易的影响�吴泰《试论汉唐时期海外贸易的几个问题》（《海交史研
究》1981年3期）认为有促进作用。卢苇《宋代海外贸易和东南亚各国关系》（《海交史研究》
1985年1期）将宋代促进海外贸易的措施归结为五条：①大力招诱�奖进海商；②优待来华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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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③保护舶商的生命财产；④维护舶商正当权益；⑤鼓励中国商人出海贸易。陈苍松《市舶管
理在海外贸易中的作用和影响》（《海交史研究》1988年1期）亦持此说。连心豪《略论市舶制
度在宋代海外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海交史研究》1988年1期）则强调其对民间贸易的掠夺
性和危害性。郭宗宝《市舶制度与海关制度比较》（《海交史研究》1988年1期）认为唐代海舶
可自由往来通商港口�宋代则通过“公凭”加强了对商舶的监督管理�而且有了查私的内容。黄
纯艳《论宋代贸易港的布局和管理》（《中州学刊》2000年11期）指出�宋代对贸易港的管理较为
规范：其一�修建停泊码头�建市舶亭或来远亭；其二�贸易港口设有储存货物的仓库；其三�设
专门机构来保护港口及入港商船安全。

关于唐宋之际经济政策的研究当然不止上述数项�还有人口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
亦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限于篇幅�容待后论。仅就本文所涉的土地、赋役、官私手工业、商业、
专卖和外贸等政策而言�已是大家林立�硕果累累�以上介绍难免挂一漏万�特别是日本学者的
论述�所见欠广。若从唐宋变革期角度言之�今后的研究欲更上层楼�笔者以为以下数处尚可
加强。一是尽可能打通朝代隔阂�将晚唐、五代和两宋的政策演变作贯通研究�力求以中时段
这个尺度来把握其演变规律和演进趋势。二是应将唐宋之际经济政策的转轨与当时经济格局
的变迁、经济结构的嬗变、特别是城乡商品经济成分的成长和海外贸易的开拓结合起来进行考
察�以明动因。三是加强区域研究�注意从空间角度把握其时经济政策的地域差异�例如经济
重心南移导致东南沿海地区的海洋发展路向日渐明显�加之该地区原本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较
高�因此发展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的要求更加强烈�而驻有重兵的西北地区则长期笼罩在战时
财政体制的阴影之中�商品经济既受到抑制、又有畸形发展的一面。四是在政策效果和社会影
响的层面上�对国家、商人、手工业、农民等所涉各方面进行利益分析�已有学者注意�但尚须加
强�因为在政策变动的轨迹背后�确实存在着持续不断的利益之争。这种斗争当然是政策变迁
的重要动因�而斗争的不同结局也会影响到日后新的利益格局的形成。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学术讨论会综述

马一虹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为促进我国的学术繁荣与发达�加强全国学者间的学术交流�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与新
疆社会科学院、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
中心共同主办�新疆社会科学院承办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学术讨论会”�2003年8月8日
至14日分别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和伊犁地区两地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
百名学者参加了会议。

17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学术讨论会综述


